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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失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尊重生命与保

障人权的现实背景下，对失踪人口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

台（CCSER）”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 2015—2019年中

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失踪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

高发年龄段由高到低依次为8~16岁、2~7岁、0~1岁和60~65岁；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

识失踪、主动失踪与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

系中断与家庭不和。② 时间上，失踪人口总数、性别与年龄变化均呈“驼峰”状，并以2017年

为轴于两侧对称分布。空间上，总体为“低—高”和“高—低”集聚，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

口失踪的高发省份。③ 人口失踪省内流动远高于跨省流动，省内流动以广东、四川、河南和江

苏为最，跨省流动以“安徽—江苏”和“广西—广东”为主要路径。④ 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

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其主要受人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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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失踪是指人由于特定原因，主动、被动或无意识地消除自我信息、破坏关联载
体信息记录和重现功能，进而隔绝与“熟悉”社会联系的一种存在状态[1]。人口失踪不仅
给家庭带来重大创伤，也严重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据中国广播网2013年报道，“中国
每年失踪儿童约 20万人，成功找回的仅占 0.1%”。国外人口失踪问题同样严重，美国

“失踪人口境遇”组织统计美国2016年上报失踪的案件高达64万件，意大利内政部失踪
人口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失踪人口超过1.8万人，英国每年约有30万人失踪，澳大
利亚每年有3万人失踪[2-3]。可见，人口失踪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何预防人
口失踪与及时找回失踪人口是目前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鉴于人口失踪的严重性，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美国 1984年实施的
“亚当警报（Code Adam）”和 20世纪 90年代建立的“安珀警戒（AMBER Alert）”[4]，
尝试将公众与社会纳入到人口失踪的治理中。这种举措逐渐受到全球关注，之后英国、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荷兰、爱尔兰、马来西亚等22个国家（地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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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之类似的人口失踪预警平台。在中国，人口失踪预警始于民间组织，如2007年建立
的“宝贝回家”网站，用以登记失踪人口信息和帮助网络寻亲[5]；后随着通讯技术的发
展、微型媒体和新媒体的崛起，出现了“微博打拐”“百度寻人”“QQ全城助力”等失踪
人口预警方式，以及媒体推出的公益寻人节目。2015年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基金儿童安全
科技基金会联合腾讯微信和腾讯公益共同发起了“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China's
Chil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CCSER）”公益项目，借助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和地理
信息系统，结合国外成功经验研发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失踪社会应急响应系统。2016
年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开始上线运行，用于发动群众参
与儿童失踪信息的搜集。虽然以上措施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何实现从源头预防和更
高效与短时间找回失踪人口，仍然任重而道远。

学术界针对失踪人口的研究始于对自然灾害与战争中失踪人口的调查，由于二者的
不可抗性和不确定性，常会导致部分人员失踪，因此对自然灾害或战争后的失踪人口调
查成为最早且延续至今的主要研究内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
口失踪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领域涉及法学、
犯罪学和社会学等。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① 失踪人口的立案审
查与公安治理研究。学者们对失踪人口报案、立案的程序进行了探讨[6-7]，以及提出应创
新失踪人口公安管理机制，在立案与研判时要有标准化的控制和模式化的预警[1]。② 不
同失踪类型、年龄和性别的失踪人口分布现状与失踪特点研究。失踪类型上主要集中于
对被拐卖[8-15]、离家出走[16]、身患疾病[17-18]等的研究；年龄方面侧重于儿童[19]、成年人[20]和老
年人[21]的区分研究；在性别方面侧重于对女性的分析[22-24]。目前针对被拐卖的儿童和妇女
的研究最多，数据多源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以及政府
公布数据（统计年鉴与政府公报等）。③ 人口失踪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有学者
指出青少年离家出走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压力有关，其中逃避家庭暴力、虐待和忽视
的原因占比较高；成年人的失踪主要受经济危机、精神疾病和家庭暴力等的影响[25-26]。同
时，Kiepal等引入“社会排斥”概念来解释人口失踪，指出被社会排除在外的群体面临
相对较高的失踪风险，弱势青年、妇女、原住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失踪风险更高[27]。
李钢等通过对被拐卖的失踪人口进行分析，发现可用“推—拉模型”来解释该失踪类
型，并指出区域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梯度”差异对其具有重要影响[28]。
Bantry等认为个人和环境因素是导致老年痴呆症患者走失的主要原因[29]。④ 失踪人口预
警机制、找寻技术与平台建设研究。常见的有利用GPS定位系统、人脸图像智能识别技
术、云计算技术、公众大数据共享技术、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构建移动GIS平台下的失踪
人口互助系统[30-31]。⑤ 失踪人口家庭成员的心理创伤与社会救助研究。Lenferink等发现
家庭成员的失踪与长期悲伤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症的风险增加有关[32-33]；Gair
等认为失踪人口给家人和朋友带来的持续性创伤会使其遭受严重的精神和健康危害[34]；
Boss等提出了心理社会救助模型，来帮助失踪家庭转换思维方式，从而寻找新的自我和
走出创伤[35]。综合来看，针对失踪人口的研究，质性分析多于计量研究，研究对象以部
分特殊失踪类型的失踪人口为主，研究内容主要以时间轴为主线，缺乏空间分布与流动
路径的分析。目前针对失踪人口的宏观尺度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尤其
从地理学视角对全部失踪类型和整个失踪人口群体的探讨亟需开展。

鉴于此，本文以CCSER失踪人口数据作为数据源，从地理学的视角探讨整个失踪人
口群体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分布特征与规律，并解析中国失踪人口的形成机制，以期获
得基本认知，为科学精准预防人口失踪与及时找回失踪人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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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该平台从民间角度出发，以终

止儿童失踪和精准预防失踪为目标，非事后寻找，更非打拐，旨在通过CCSER手机软件
（APP）、微信、室外广告屏、战略合作APP等在儿童刚刚丢失时介入，让丢失的儿童在
最短时间和最小范围内得到最大化的社会帮助。该平台虽然取名和定位于“儿童失踪预
警平台”，但实际上是面向全社会对整个失踪人口群体进行登记和预警。从该平台共获取
原始数据1451条，时间跨度为2004—2019年，剔除掉重复与信息不完整以及并非失踪人
口（如寻找宠物）的数据，共得到1355条记录。对数据初步分析后发现2004—2014年的
数据共25条，占总数的1.8%，同时鉴于该平台在2015年11月份上线运行，考虑后续分
析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故选取2015—2019年的1330条数据进行分析。在对数据逐条筛选
时发现有 64条信息存在年龄误差，如登记为小于 18岁，但详细描述中实际长于 18岁，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对这部分数据进行纠正与保留。根据人口年龄特征将失踪人口的
年龄分为0~6岁（婴幼儿期）、7~13岁（学龄期）、14~17岁（青春期）、18~40岁（青壮
年期）、41~59岁（中年期）和60岁及以上（老龄期）等6个年龄段。
2.2 研究方法
2.2.1 标准化人口失踪强度指数 标准化人口失踪强度指数（Standardized Missing Intensity
Index, SMII）是一种经过修正后、更为精确的时位商[36]，能反映失踪案件时间分布的不
均衡性，是将某一时段的失踪案件密度与总时段内的失踪案件密度进行对比，公式为[37]：

SMII = (Ci Ti) ( )∑1

nCi ∑1

nTi （1）

式中：Ci表示 i时段的失踪案件数量；Ti表示 i时段所包含的基本时间粒度；n为划分的时
段数量。SMII＞1、SMII＝1和 SMII＜1，分别代表该时段的失踪案发量大于、等于和小
于研究期内平均水平。本文采用SMII指数，分别从“月”和“日”两个时间尺度分析人
口失踪的时间分布特征。
2.2.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可揭示数据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性，以及探测变量的空
间关联性和集聚特征[38]，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Moran's I计算公
式为[39]：

I = n∑
i = 1

n ∑
j = 1

n

Wij(xi - x̄)(xj - x̄) ∑
i = 1

n ∑
j = 1

n

Wij∑
i = 1

n

(xi - x̄)2 （2）

式中：I为全局Moran指数；n为省级行政单元的数量；xi、xj分别为省份 i、j的失踪人口
数； x̄ 为失踪人口平均数；Wij是省份 i和 j的空间关系测度。

全局空间自相关不能确切表示集聚或异常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为分析各省份失踪人
口与相邻省份的空间关联及差异程度，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深入分析，其表达式为[40]：

Ii =
é

ë
êê

ù

û
úún(xi - x̄)∑

j = 1

n

wij(xj - x̄) ∑
i

(xi - x̄)2 （3）

空间自相关检验的标准化统计Z为[41]：

Z ( )I = [ ]I -E(I) var(I) （4）

式中：E(I)、var(I)分别为Z(I)的期望值和变异系数；正的 Ii表示高值被高值所包围（高—
高），或低值被低值所包围（低—低）；负的 Ii表示低值被高值所包围（低—高），或高值
被低值所包围（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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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3.1 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
3.1.1 失踪类别 按照人口失踪方式将失踪类型划分为3类：被动失踪、主动失踪与无意
识失踪。被动失踪是指失踪者由于被动的强制、欺骗、诱惑而脱离现存社会，被迫进入
另一个生存联系状态的失踪方式，如拐卖、拐骗、杀人、绑架、非法拘禁等[1]。主动失踪
是指失踪者为了特定的目的，主动断绝同现有社会关系的正常交流渠道，长时间不予恢
复信息沟通的一种失踪方式，多见于家庭不和、外出躲债、逃避追击等情形[42]。无意识
失踪是指失踪者既非主动脱离也非被动断绝同现存社会的基础联系，而是无意识地离开
现有的生活圈子，这种无意识可能是由于疾病、醉酒或吸毒等原因而导致的暂时性“失
联”。同时，根据具体失踪原因，细分为6个失踪亚类，分别为被拐卖、家庭不和、离家
出走、身患疾病、联系中断和走失。通过统计发现，除23.38%的案例无法判断其失踪类
型外，其他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主动失踪和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
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和家庭不和（表1）。

3.1.2 性别年龄结构 中国失踪人口的年龄（图1）集中在18岁以下，这与数据平台主要
针对儿童有关。聚焦18岁以下人口，发现8~16岁为最，2~7岁次之，0~1岁最少；这主
要与8~16岁的儿童以离家出走为主、2~7岁的儿童以走失为主、0岁儿童以被动失踪为主
有关。18岁及以上的失踪人口中，60~65岁居于首位，其次为23~28岁和80岁以上，其
他年龄段的失踪人口较少；60~65岁和80岁以上的失踪人口较多与其年龄有关，这部分
人常因年长记忆力衰退和因身患疾病而失踪；23~28岁的失踪人口以离家出走与家庭不
和而主动失踪。从性别来看，男性失踪人数多于女性，但1岁、13岁、30~51岁、80~85
岁这些年龄段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其原因为1岁的女童多因被动拐卖而失踪；13岁的
女童比男童较早进入叛逆期，常与家庭产生矛盾而离家出走；30~51岁的女性多因家庭
不和而失踪，80~85岁的女性因身患疾病失踪的居多。

3.1.3 不同失踪亚类的年龄分布 从图2可知，被拐卖的人口年龄集中在18岁以下，以3
岁为界呈“先增后减”态势，主要集中在2~9岁；其原因为儿童自我辨识能力弱，容易
轻信他人，外加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与“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买方市场的扩大，
使得儿童成为被拐卖的首选目标。因家庭不和而失踪的人口占比较小，高发于1~5岁、7
岁、9岁、15岁和18~59岁；其中，1~5岁、7岁和9岁的儿童常因父母等监护人之间的家

表1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失踪类型与失踪亚类占比
Tab. 1 Types and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失踪类型

失踪亚类

占比(%)

被动失踪

被拐卖

18.05

主动失踪

家庭不和

1.06

离家出走

25.49

无意识失踪

身患疾病

7.82

联系中断

1.43

走失

22.78

无法判断

23.38

图1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性别年龄分布
Fig. 1 Gend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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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不和而被动失踪；15岁和18~59岁者主要为个人与家庭产生矛盾而主动失踪。离家出
走的人口年龄集中在7~17岁，究其原因为该年龄段的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期，正值心理
上的困难期与危险期，外加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压力，迫使他们选择离家出走而逃避压
力。因身患疾病而失踪的人口高发于16岁和60~85岁，其中儿童多患有自闭症，老年人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或其他精神疾病。以联系中断而失踪的人口主要集中在13~40岁，大
多是因外出打工与家庭失去联系，从而成为假性失踪的主体。因走失而失踪的人口以10
岁为界，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先增后减”趋势，主要集中在3~15岁，这部分儿童尚未形
成完整的自主辨识能力和记忆系统，如果家庭及学校的监护薄弱，其易发生无意识失踪。
3.2 中国失踪人口的时间变化特征
3.2.1 年变化 中国失踪人口的年变化（图3a）整体呈“驼峰”状，并以2017年为轴于
两侧对称分布。其原因为“CCSER”在 2015年 11月才开始运行，起初注册登记的人较
少，后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上网登记的人数逐渐增多；且2017年后，失踪人口的激增
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儿童失踪案例的增多，家庭与社会开始积极采取措施预
防人口失踪，故登记的失踪人口数呈下降趋势。从性别来看，2018年以前以男性多于女
性的态势与总体态势保持一致，2018年以后男性数量骤减至与女性人数相当。从年龄来看
（图3b），各个年龄段的分布与总年际变化一致。2015年各个年龄段的失踪人口较少；到
2016年开始稳步增长，其中7~13岁居于首位，其次为0~6岁，后为14~17岁，其他年龄
段较少；2017年各个年龄段的失踪人口急剧增长达到峰值，除 14~17岁超过 0~6岁跃居

图2 2015—2019年中国不同失踪亚类人口的年龄分布
Fig. 2 Age distribution of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图3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性别(a)与年龄(b)年际变化
Fig. 3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missing persons' gender (a) and age (b)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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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18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失踪人口数开始逐步上升；2018年失踪人口数开始持续下
降，年龄的变化态势与2017年保持一致；2019年失踪人口中0~6岁的儿童又反超14~17
岁的儿童跃居第二，18岁及以上的失踪人口趋于零。年龄变化趋势的成因与总年际变化
一致。
3.2.2 月变化 利用标准化人口失踪强度指数衡量失踪人口的月变化（图 4），发现 2015
年失踪人口最多的为11月，其次为5月、7月、8月、10月和12月，其余月份未见报失。
2016年中，11月失踪人口最多，其次为12月，其他月份的失踪人口数量在全年平均水平
上下浮动。其中，1—7月为低发月份，8—12月为高发月份。2017年中，3—7月是人口
失踪的高发月份，8月至次年2月为低发月份。2018年中，11月至次年5月为人口失踪的
高发月份，6—10月为低发月份。2019年仅前 4月数据，相对来看 1—3月为人口失踪的
高发月份，4月为低发月份。总体来看，总失踪人口的数量变化整体上受占绝对优势的
2017年的变化趋势所主导，表现为3—7月是人口失踪的高发月份，8月至次年2月为低
发月份。对原始数据统计分析发现，3—7月各失踪亚类的失踪人数均占全年的多半（被
拐卖为 52.91%，家庭不和为 64.28%，离家出走为 61.65%，联系中断为 68.42%，身患疾
病为52.88%，走失为53.79%）。可见，各失踪亚类在3—7月的失踪人口数均高于8月至
次年2月；就被拐卖而言，3—7月气温回暖，适宜外出，儿童易暴露在人贩子的视野之
中，刺激了拐卖犯罪的发生；对于离家出走、家庭不和者，适宜的温度加剧了其主动与
熟人社会隔绝的几率；同时，该时段正值外出打工者寻找工作、返回工作地时期，由于
各种不可抗力发生联系中断的几率较大；对于身患疾病者和儿童，受气候变化和新气象
的影响，家人对其的监护逐渐松懈，无意识失踪的较多。

3.2.3 日变化 由于已获取数据中2017年失踪人口数量最趋丰富，且在月变化中5月为高
发月份，故选取 2017 年 5 月的失踪人口数据进行具体日期分析（图 5），发现该月中 1
日、7日、20日和30日的失踪人口最多，4日、11日和17日最少，整体呈现“月初波动
低发，月中稳定低发，月末波动高发”态势。通过文本判读发现与失踪原因有关，因家
庭不和、离家出走、身患疾病、联系中断和走失的失踪人口在月内均有发生，这几类失
踪原因的随机性和任意性较大，故无明显的规律性，因此使得月内波动变化较为明显；
因被拐卖而失踪的人口由犯罪分子所主导，在月末犯罪分子常选择“月末一搏”以解决
生活和生存问题（2017年5月被拐卖的失踪人口在月末占52%，远高于月初与月中），因
此使得月末成为人口失踪的高发时段。

图4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月变化
Fig. 4 Monthly variation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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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失踪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3.3.1 年际空间分布 利用空间自相关来探究各个年份失踪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图6），
发现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数的Moran's I值均为负，表明失踪人口在省份上呈现

“高—低”和“低—高”集聚特征，即失踪人口高发省份与周边低发省份聚集和失踪人口
低发省份与周边高发省份聚集。由散点图6可知，约58%的省份聚集在Ⅱ、Ⅳ象限，说明
多数省份出现周边省份与自身差异明显的现象。2015年至今，不同象限对应的省份变动
较大。2016年位于Ⅲ象限的逐渐减少且向其他象限分散，如福建转变为“高—高”，黑龙
江、内蒙古、北京、西藏、青海变为“低—高”，山东、河北、河南、湖南、江苏、山西
变为“高—低”，云南和湖北则出现从“高—低”向“低—低”演变的现象。2017年各
个象限的变化较小，较明显的是山东由“高—低”演变为“高—高”，北京由“低—高”
变为“高—高”。2018年Ⅱ象限省份大幅增加，台湾、海南、澳门和香港由“低—低”演
变为“低—高”，上海和湖北分别从“低—高”和“高—低”演变为“高—高”，福建、
山东和北京则从“高—高”分别演变为“低—低”“低—高”和“高—低”。2019年Ⅱ、

图 5 2017年5月中国失踪人口日变化
Fig. 5 Daily variation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in May 2017

图6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局部Moran散点图
Fig. 6 Local Moran scatter plot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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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象限有所减少，Ⅳ象限有所增加，宁夏从“低—低”演变为“低—高”，江苏和重庆则
分别与上海和湖北进行了置换，从“高—低”“低—低”演变为“高—高”。总体来看，
广东、浙江和四川始终为“高—低”聚集型，新疆、辽宁和天津始终为“低—高”聚集
型，吉林始终为“低—低”聚集型。可见，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
新疆、辽宁、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踪的低发省份。
3.3.2 失踪亚类空间分布 从不同失踪亚类的空间分布（图7）可以看出，被拐卖人口最
多的为广东，其次是河南、福建、湖南、江苏、山东、广西，其他省份较少。因家庭不
和而失踪的人口分布最多的是广东、安徽和浙江，其次是北京、福建、广西、河北、河
南、湖南、山东、四川，其他省份分布较少。离家出走人口最多的是广东，其次是四
川、河南、湖北、山东，再次为福建、河北、安徽、湖南、山西，之后为北京、陕西、
甘肃、江苏、贵州、云南，其他省份较少。因身患疾病而失踪的人口分布最多为广东，
其次是四川、北京、福建、湖北、江苏、浙江、河南和陕西，之后为广西、河北、湖
南、上海、山东、山西，其他省份分布较少。由于联系中断而失踪最多的是广东，其次
是黑龙江和江苏，之后为广西、贵州、河南、湖南、山东、四川、天津、云南，其他省
份分布较少。因走失而失踪人口最多的是广东、四川，其次为河南、江苏、山东、浙
江、陕西，之后为河北、山西、福建、湖南、云南，其他省份分布较少。
3.3.3 失踪微观地点分布 失踪地点在找回失踪人口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43]。本文对失
踪地点（失踪者最后出现的空间场所）进行统计（图 8），发现家中、村子里、小区附
近、街道里巷、学校附近和家附近是人口失踪的高发场所，其次为放学途中、上学途
中、公交车站、商场、车站和公园；之后为市场、超市、医院附近、地铁站、广场和景
区等地，其他微观场所数量较少。从不同的失踪亚类来看，被拐卖的主要地点是家附
近、村子里、小区附近、家中、学校附近、街道里巷、放学途中和商场。在家附近、村
子里、小区附近被拐卖的原因为监护人疏于对儿童的监管，使其独自暴露在犯罪者视野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56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7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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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从而被拐卖的案件较多；发生在家中的主要为农村地区，多为犯罪者入室偷盗或强
抢儿童。因家庭不和而失踪的地点主要为家中、小区附近、公交车站、地铁站；家中和
小区附近是由于失踪者与找寻者之间发生矛盾或摩擦，从而主动离家；公交车站和地铁
站则为失踪者离开家后所乘坐的交通工具。由于离家出走而失踪的主要地点为家中和学
校附近，推测离家出走的主体是青少年，其因不堪家庭和学业的压力而出走。因身患疾
病而失踪的高发地点为家中、街道里巷、村子里、小区附近；此类失踪者多因精神或身
体疾病使得其活动范围为家中或家附近，所以家中、村子里、小区附近是高发场所；而
街道里巷是由于失踪者主动外出后无法及时返回家中，故成为最后的失踪地点。因联系
中断而失踪的地点主要是家中、街道里巷、车站、打工处；该类失踪地点为失踪者所生
活的地点，即找寻者与失踪者最后一次联系的空间。因走失而失踪的高发地点为小区附
近、村子里、放学途中、学校附近、街道里巷等，其次为公园、家附近、超市、商场、
市场、车站等地；这主要是由于走失的大多为10岁左右的儿童，且失踪空间多为人员流
动频繁的场所，该类空间人员流动频繁，人口结构混杂，很难对儿童形成有效的监管。
3.4 失踪后找回占比与流动路径

获取的数据中有 638人失踪后被成功找回，故对其进行流动路径分析，发现省内流
动（92.9%）远高于跨省流动。可见，失踪人口在失踪后滞留在省内的几率大于流向省
外。从不同的失踪原因来看失踪后的找回占比（表2）、流动路径（图9）等情况。

被拐卖的失踪人口找回占比为23.48%，这主要是由于被拐卖是被动失踪，监护人在
平台登记信息时已经过多方确认掌握部分线索，另有社会、公安部门的共同助力，使被
拐卖后找回的几率高于其他类型。从流动路径来看，被拐卖后以省内流动为主
（94.83%），位于所有失踪亚类中的第2位；省域分布上（图9a）依次为广东、广西、福
建、陕西、山东、湖南、河南、江苏、贵州、安徽、四川、甘肃、浙江等；跨省流动的
较少，主要路径有“安徽—四川”“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南—广东”“江西—

图8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微观地点分布
Fig. 8 Micro-level distribution of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表 2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找回占比和流动情况
Tab. 2 The finding rate and mobility of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失踪亚类

找回占比

省内流动

跨省流动

被拐卖

占比(%)

23.48

94.83

5.17

排名

3

2

5

家庭不和

占比(%)

1.21

83.33

16.67

排名

5

5

2

离家出走

占比(%)

34.41

93.53

6.47

排名

1

3

4

身患疾病

占比(%)

6.07

90

10

排名

4

4

3

联系中断

占比(%)

1.21

66.6

33.4

排名

5

6

1

走失

占比(%)

29.15

96.98

3.02

排名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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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云南—四川”等；其原因为被拐卖后找回及时，人贩子还未进行跨省拐卖就已被
抓获，致使拐卖行为中止。

因家庭不和而失踪的人口找回占比为 1.21%，位于所有失踪亚类的末位，其原因为
家庭不和是一种假性的主动失踪，即失踪者是处于自我本能的、对“熟人社会”的脱离
和逃避，而找寻者因自我认知错位或信息收集功能障碍而未能及时探知失踪者存在状
态，并且这种失踪原因由公安部门介入的概率小，故找回几率较小。从流动路径（图
9b）来看，省内流动高于跨省流动，在所有失踪亚类中排在第 5，主要分布在浙江、广
西、河南、湖南、四川、江苏等；反之，跨省流动为16.67%，位于所有失踪亚类的第2
位，且仅有“浙江—江苏”这一条流动路径，其原因为家庭不和后的失踪仅为远离家庭
成员，由于在本地生活的时间较长，生活方式、习惯等都已形成，故在省内跨市流动的
较多。

因离家出走而失踪的人口找回占比（34.41%）最高，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大多是
由于和家庭、学校中的成员产生矛盾或者不堪家庭、学业的压力而离家出走，且无稳定
的生活来源和成熟的生存技能，离家出走后原有生活系统断裂，旧的社会支持网络失
效，故有部分人会主动回家；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离家出走后会与熟人联系，从而被
找到的几率较高。从流动路径（图9c）来看，省内流动的占比（93.53%）较高，主要分
布在广东、河南和四川，其次为河北、福建、湖北、安徽、山东、陕西和云南，之后为
江苏、贵州和湖南，其他省份数量较少；跨省流动相对来说数量较少，主要有“广西—
广东”“安徽—江苏”“安徽—上海”“甘肃—天津”“贵州—江苏”“河南—安徽”“湖北
—河南”“湖北—江苏”“山西—河北”“陕西—福建”等路径，总体来看，安徽和湖北是
跨省离家出走的主要流出地，江苏是跨省离家出走的主要流入地。

图9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流动路径
Fig. 9 Flow paths of sub-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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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患疾病失踪后找回占比为6.07%。这主要与小于18岁者多患有自闭症或智力低
下、18岁及以上者患有精神病或阿尔兹海默症有关，这两类人对原有家庭记忆力消减，
且在失踪后无法主动联系找寻者，导致失踪后难以找回。相较于其他失踪原因，身患疾
病后失踪的省内流动位于第 4，主要分布在广东、湖北、上海、广西、江苏、山东等地
（图9d）。跨省流动占10%，是所有失踪亚类中第3大跨省流动的类型，路径依次有“湖
北—广东”“山东—广东”“安徽—江苏”；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湖北、山东既有省内流
动又有跨省流动，安徽只存在跨省流动。

因联系中断而失踪后的找回占比与家庭不和并列最末（1.21%），这主要是由于找寻
者与失踪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地理空间距离，因自我认知错位或信息收集功能障碍而未能
探知彼此的存在状态。由于该类失踪是由找寻者与失踪者双方造成的，故重新恢复联系
和找回的几率较小。从流动路径来看，该类失踪亚类的省内流动位于最末，相反，跨省
流动则居于首位（33.4%），其原因为因联系中断的失踪者往往是由于外出打工而远离找
寻者，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故相对于其他失踪亚类跨省流动的较多。以省域来划
分（图9e）可知，省内流动分布最多的是广东，其次为广西和四川；跨省流动的路径主
要为“山东—广东”“广东—四川”，也可发现广东既有省内流动又有跨省流动的案例，
而山东只存在跨省流动。

因走失而失踪的人口找回占比为29.15%，位列第2。究其原因为走失的主体为10岁
左右的正常儿童，其记忆辨识能力虽不及成年人，但对于自身家庭以及生活环境有一定
印象；加之其父母与公安部门的积极寻找，故而找回几率较高。从流动路径来看，省内
流动（96.98%）远高于跨省流动，与其他失踪原因相比，走失后的省内流动最高，这主
要与失踪原因有关，走失为无意识的偏离原有生活空间或熟人，而到一个陌生的空间，
这种偏离本身空间距离较小，且发生时间较短，故而以省内流动为主。从省域分布来看
（图 9f），除“广东—湖南”“河南—浙江”“江苏—浙江”“四川—上海”“四川—重庆”
为跨省流动外，其他省份均为省内流动，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广东和四川，其次为山东、
江苏，之后为河北、浙江、河南、陕西、湖南、山西、云南，其他省份的数量占比较少。

4 中国失踪人口的形成机制

基于对失踪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时间变化与空间格局的解析，结合对案例文本
的深刻解读，综合分析发现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
（图10）。

社会网络是行动者在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受时间总量、情感强
度、亲密（相互信任）以及相互服务组合的影响，与行动者之间具有更多时间投入、更
亲密的情感和更频繁的相互服务的称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44]。已有研究表
明，人在社会网络中，与其联系最紧密、最稳固、最具信任感的是“强关系”[45]。人是
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社会实体，其在互动中产生的联系是社会客观环境和社会主观心理
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社会客观环境和社会主观心理两方面来探究社会网络中
的关系对失踪人口的影响。在社会客观环境中，由于社会环境管制的低效性和冷僻性，
以及社会环境利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得当时的环境秩序混乱、人的视线受阻和空间
监视力削弱，以及处于社会客观环境中的人社会责任感丧失，这种环境刺激了人们被动
失踪的发生；同时，混乱的秩序和视线的阻挡加剧了人走失的风险。从社会主观心理来

看，由于社会关系连接的临时性、表面性和多变性，促使社会团体与家庭的管理机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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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同时，由于追求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和一些无意识的个人生活行为，以及周围人的

漠不关心和互不干涉心理，使得社会团体与个人趋于陌生化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无限

放大，增加了人口的失踪风险。综合来看，由于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发生变化，甚至社会

网络关系的断裂，会导致人在社会网络的关系由熟人社会的“强关系”变为陌生的“弱

关系”，从而使人处于“失踪”的状态，进而加剧人口失踪的几率。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利用失踪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主要结论为：

（1）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人口失踪的高发年龄由高到低依次为8~16岁、2~7

岁、0~1岁和60~65岁，失踪人数男性多于女性。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

主动失踪和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

联系中断与家庭不和，且对应的高发年龄分别为 7~17岁、3~15岁、2~9岁、60~85岁、

13~40岁和18~59岁。

（2）中国失踪人口的时间变化特征：失踪人口的年变化总体呈“驼峰”状，并以

2017年为轴线于两侧对称分布。性别和年龄变化与总趋势一致。月变化中，3—7月为高

发月份，8月至次年2月为低发月份。日变化中呈现“月初波动低发，月中稳定低发，月

末波动高发”态势。

（3）中国失踪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失踪人口在省域上以“低—高”和“高—低”

集聚为主，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新疆、辽宁、天津和吉林是人口

失踪的低发省份。不同的失踪亚类在省域分布中存在显著差异，广东是各失踪亚类的高

发省份。家中、村子里、小区附近、街道里巷、学校附近和家附近是人口失踪的高发微

观空间。

图10 中国失踪人口的形成机制
Fig. 10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ssing person inci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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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失踪人口失踪后找回占比与流动路径：找回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

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和家庭不和。失踪人口在失踪后滞留在本省的

几率大于省外。省内流动以广东、四川、河南和江苏为最，跨省流动以“安徽—江苏”

和“广西—广东”为主要路径，不同失踪亚类的流动路径也存在差异。

（5）中国失踪人口形成机制：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

解释，由于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发生变化，甚至社会网络关系的断裂，导致人在社会网络

的联系由熟人社会的“强关系”变为陌生的“弱关系”，从而使人处于“失踪”的状态。

5.2 讨论

人口失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创伤。本文以整个失

踪人口群体为研究对象，是对以往研究中仅针对单个失踪类型、个别年龄与性别失踪人

口研究的补充与整合；且本文揭示了失踪人口的时空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

理学关于失踪人口研究的空白。本文的数据源于“CCSER”，是对失踪人口数据难以获

取的现实困境中的一次积极尝试。同时，本文深入探讨了不同失踪亚类的找回几率与流

动路径，提出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人口失踪，是在“社会排

斥”概念和“推—拉模型”之外新的拓展，有望为找回失踪人口与科学精准预防人口失

踪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应对防控建议：① 家庭、学校和社会应

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关注和照顾，如辨识能力薄弱的儿童、处于成长发育期

的青少年和身患疾病的老人等。② 公安部门应严格管理人口失踪立案标准，根据失踪原

因、救济强度、危险程度等采取不同的失踪治理与防控预案。且建议采取立体化防控的

策略来减少失踪人口和缩短失踪人口找回时间，联合政府（公安）、社会和家庭多元主

体，从时间死角、空间死角和社交网络维度进行多维防控和治理。③ 加强对社会客观环

境的管制与利用，借助“天网监控系统”全面布控，加强空间监视能力。同时，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全民预防失踪认知，提高区域防范能力。

本文探索性地从地理学视角对失踪人口开展研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① 数据来源

仅代表以登记儿童失踪为主和具有网络条件并有意网络寻亲的群体，未来应积极探寻全

面的失踪人口数据，以弥补漏损差距。② 本文的形成机制虽能较好解释失踪人口现象，

但缺乏定量分析，之后应进一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失踪人口的形成演

化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须探讨人口失踪与地域环境特征之间的关联，结合个案与实

地调研探究不同类型失踪人口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人口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犯罪

学、法学等多维视角综合讨论和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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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ssing person inci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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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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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issing persons brings about serious harm to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is issu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tecting human lives
and human rights. In this research, we collect the missing persons dat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5 to 2019 from the "China's Chil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CCSER)" platform. We use
a series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text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spati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o-
temporal patterns of missing persons in China.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The number of
missing mal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missing females. The highest missing rate is found in
people aged 8-16, followed by aged 2-7, aged 0-1, and aged 60-65. Three categories of missing
persons are observed in the data, which are (in order of decreasing frequency): unconscious
disappearance, active disappearance, and passive disappearance. Six sub- typ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a descending order by frequency are: running away from home, wandering away,
abduction, physical or mental illness, losing track, and family dissension. (2) Hump- shaped
curves are observed for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number, gender and age of missing persons,
and the curves are symmetric about the year of 2017. The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s
indicate that incidents of missing persons generally exhibit "low- high" and "high- low"
clustering patterns. Provinces with a high incidence of missing persons are Guangdong,
Zhejiang and Sichuan. (3) With respect to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missing persons, intra-
provincial mobility is more prevalent than inter- provincial mobility. Guangdong, Sichuan,
Henan, and Jiangsu experience the highest intra- provincial mobility rate. Dominant paths of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are "Anhui-Jiangsu" route and "Guangxi-Guangdong" route. (4)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missing person incidents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and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 That is, the strentgth of people's social ties can impact
the occurrence of missing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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